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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

的地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促使其沿着“以色列 － 德鲁兹模式”展现出明显的德鲁兹化

趋势。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德鲁兹社团相比，人口规模相当、文化均较为独特、历史境

遇类似、面临现状趋同，这成为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前提基础，其发展经历了

三个阶段：以色列建国初期的萌芽阶段、冷战时期的消极阶段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积极阶

段。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具有时代特征鲜明、兵役制度优先和利益决定效果

三大特征，对以色列境内其他阿拉伯群体、对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都产生了影响，对
以色列国进行族群治理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但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

程在该社团内部存在分歧，在社团外部也引发了争议，因而可能会朝着曲折前行的方向

发展。
关 键 词　 以色列　 阿拉伯基督徒　 德鲁兹化　 亚拉姆基督徒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作为以色列境内少数群体之一（见表 １），与同为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少数

群体德鲁兹社团相比，人口规模相当、文化均较独特、历史境遇类似、面临现状趋同，客观上为以色

列当局运用同一模式管理这两个少数群体提供了可行性，主观上使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效仿德鲁

兹社团发展与以色列政府的关系具备了可能性。
以色列建国的 １９４８ 年前后，德鲁兹社团与犹太社团以及以色列国家，因为在以色列独立战争

中密切合作而形成同盟关系。 １９５６ 年以色列当局开始对德鲁兹社团实行义务兵役制，标志着这种

同盟关系上升为 “血盟 （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ｏｆ Ｂｌｏｏｄ）”， “德鲁兹 － 犹太复国主义盟约 （ Ｄｒｕｚｅ⁃Ｚｉｏｎｉｓｔ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应运而生。 自此开始，较之以色列境内的其他少数群体，德鲁兹社团在政治参与和社会

生活等方面都享有实质性的特殊优势地位。①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时，伴随着德鲁兹社团独立族

群身份、独立宗教身份、独立社会服务、独立教育系统构建完毕，德鲁兹社团最终成为以色列对国家

高度认同且无限忠诚的“最受欢迎的阿拉伯公民”，②并而逐步广泛且深入地融入了以色列国家体

系。 德鲁兹社团接受以色列当局义务兵役制的典型举措、因其特殊独立身份相较于以色列其他少

数群体所享有的实际优势、对以色列国家的高度认同和无限忠诚、比其他少数群体更广泛深入地融

入以色列国家体系，被视作以色列当局处理与少数群体之间关系的 “以色列 － 德鲁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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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ｒａｅｌｉ⁃Ｄｒｕｚｅ ｍｏｄｅｌ）”。①

表 １　 以色列人口概况（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②

分类 数量（万） 占比（％ ） 宗教

犹太人（Ｊｅｗｓ） ７０６． ９ ７３． ７ 犹太教

以色列

阿拉伯公民

（Ａｒａ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阿拉伯穆斯林（Ｍｕｓｌｉｍ Ａｒａｂｓ） １４０ １４． ６ 伊斯兰教

阿拉伯贝都因人（Ｂｅｄｏｕｉｎ Ａｒａｂｓ） ２７ ２． ８ 伊斯兰教

阿拉伯基督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ｒａｂｓ） １４ １． ４６ 基督教

德鲁兹人（Ｄｒｕｚｅ） １４ １． ４６ 伊斯兰教德鲁兹派

切尔克斯人（Ｃｉｒｃａｓｓｉａｎｓ） ０． ４ ０． ０４ 伊斯兰教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非阿拉伯基督徒（ｎｏ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ｒａｂｓ）

巴哈伊教徒（Ｂａｈａ’ｉ）

撒玛利亚人（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

卡拉特犹太人（Ｋａｒａｉｔｅ Ｊｅｗｓ）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Ｓｅｖｅｎｔｈ⁃ｄａｙ Ａｄｖｅｎｔｉｓｔｓ）

弥赛亚犹太人（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 Ｊｅｗｓ）

耶和华见证人教徒（Ｊｅｈｏｖａｈ’ｓ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

苏联移民（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ＳＵ）

４９． ８ ５． １９

不信犹太教，
却自称是犹太人，

但是不被以色列当局

承认是犹太人

非法移民等（ｉｌｌｅｇａ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ｅｔｃ． ） ７． ２ ０． ７５ 不详

冷战结束后，受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影响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

领域的地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使得该社团在发展与以色列国家之间关系层面上逐渐沿着“以色

列 －德鲁兹模式”展现出明显的德鲁兹化（Ｄｒｕｚ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趋势，主要体现在为以色列国防军服役表

现出某些积极倾向，与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日趋密切。
国内外研究人员已从不同视角注意到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趋势，如从以色列

阿拉伯人群体首要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认为“虽然阿拉伯基督徒对以色列国的认同并非首要认

同，但是这一认同呈现出逐年增强趋势”；③从以色列社会中多个次认同群体的角度分析认为“阿拉

伯基督徒处于族群感情与国家意识相冲突的两难境地，因为作为阿拉伯大家庭一员感受到周边阿

拉伯国家民族主义浪潮的同时，也认识到身为以色列公民有义务忠诚于国家”；④从以色列当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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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娅玲、马晓霖：《以色列阿拉伯人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历史变迁及现实困境》，载《世界民族》，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艾仁贵：《一个还是多个：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载《西亚非洲》，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境内阿拉伯人群体实施差异化政策的角度分析认为“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以色列当局有意

推动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也像德鲁兹社团那样接受以色列国防军的义务兵役制”；①从阿拉伯基督徒

社团与以色列阿拉伯群体中最大组成部分阿拉伯穆斯林社团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二者之间

关系整体上呈现出渐行渐远之势，在此过程中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基督徒宗教身份有所凸显，作用

有所上升”；②从亚拉姆文化在当代以色列复兴的角度分析认为“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以色列当局给予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选择注册为亚拉姆基督徒（Ａｒａｍａｉｃ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新族群身份权利的举措，是历史

和现实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③从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场所等得到保护的角度分析认为“在以

色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基督教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一大环境下，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宗教信仰受到

了以色列当局的保护，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提升了该社团对以色列国的向心力”④。
但是，上述既有研究对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前提基础、发展变迁、各种影响和

主要特征尚缺少系统性的分析与探究。 有鉴于此，考察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趋势

很有必要，不仅能够加深对以色列建国以来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国家关系发展变迁的理解，也有助

于更深刻地认识到“以色列 －德鲁兹模式”在以色列当局处理族群问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把握其

进一步的发展动向。 本研究以既有相关研究为基础，从“以色列 － 德鲁兹模式”的视角对阿拉伯基

督徒社团与以色列国家的关系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在多族群共同体框架下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

团的德鲁兹化及其影响。

一、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前提基础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既是以色列当局对境内少数族群尤其是阿拉伯人实行区

别性政策的具体表现，也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主动做出选择的客观结果。
一方面，有观点指出以色列当局认为占全国总人口 １． ４６％ 、占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总人口 ７％的阿拉

伯基督徒社团，由于社团规模较小，以色列政府对其进行管理的难度远低于占全国总人口 １４． ６％ 、
占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总人口 ７２％的阿拉伯穆斯林社团，因此，是否将管理德鲁兹社团的模式运用

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早在建国之初便成为以色列当局在管理族群事务领域的考虑事项之一。⑤

另一方面，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在人口规模、文化底蕴、历史境遇和现实状况等诸多方

面存在相似性，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观察与感受到德鲁兹社团相较于其他少数群体在以色列享有

的特殊优势地位后，逐步转为主动寻求自身的德鲁兹化。
第一，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在人口基数上的相似性以及在人口出生率上的同步性，

使得两社团人口规模长期保持一致。 １９４７ 年英国委任统治末期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基督徒总

人数高达 １４． ３ 万人，然而 １９４９ 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基督徒仅剩 ３． ４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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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此同时德鲁兹人恰好也在 ３ 万人左右，①因此，两社团的人口基数在 １９４９ 年因为前者人数骤

减而趋于一致。 建国后以色列当局长期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以 ２０１８ 年不同群体每名妇女所育子女

人数为指标，犹太人为 ３． １７ 人、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贝都因均为 ３． ２ 人、阿拉伯基督徒为 ２． ０６
人、德鲁兹人为 ２． １６ 人，到 ２０２２ 年以色列总人口与建国时相比增加了 １０ 倍以上，②阿拉伯基督徒

社团和德鲁兹社团相对于境内其他群体而言，因为建国时的人口基数较小和后续的人口出生率较

低，成为以色列两个较小的社团，并形成人口规模保持一致的特殊局面。
第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的特殊性，使得两社团的文化

底蕴呈现出相似的独特性。 一方面，在宗教信仰上两个社团都较为独特：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是中东

地区为数不多的信仰基督教的群体，历史上特别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因其与西方世界相似的基督

教信仰，而被境内其他阿拉伯群体视为受英国委任统治者支持的特权群体；③德鲁兹教因其神秘性

和秘密性，客观上展现出其有别于伊斯兰教的独有特征；④二者也常常主动寻求与维护自身宗教信

仰的内在独特性和外在影响力。⑤ 另一方面，在语言文字上两社团与希伯来语关系密切：阿拉伯基

督徒社团成员大多居住在以犹太人为主的城市，因此常把希伯来语作为工作中的语言文字使用；⑥

德鲁兹社团成员大多居住在乡村，但是 １９７６ 年德鲁兹教育体系建成后，各级德鲁兹学校开始使用

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进行双语授课。⑦

第三，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上境遇类似，使得两社团的过往

经历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 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基督徒和德鲁兹人作为极其微小

的少数群体，或多或少都曾经遭受过统治者或较大群体的排挤甚至迫害。 一方面，阿拉伯基督徒在

奥斯曼帝国时期因宗教信仰被利用伊斯兰教法治国的统治者视作下等群体，⑧虽然随着英国委任

统治者的到来阿拉伯基督徒因为宗教信仰与西方类似、社团中不少人因为受到过良好教育可以讲

欧洲某些国家的语言，其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也因此遭到当地较大群体的嫉妒乃至排斥，⑨英国

统治者在委任统治的前期和后期，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也并非持续性地有利于

阿拉伯基督徒。�I0 另一方面，德鲁兹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被视作异教徒，没有任何形式的自治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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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未能享有公共权利系统例如宗教法庭等，统治者只在对土地进行分类登记和对男性进行征兵时

才会标签式地将德鲁兹人标注为“穆斯林”或“其他”，①虽然德鲁兹人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获得了

当局给予的独立社团身份，但是因为统治者与犹太社团的密切关系等因素，德鲁兹社团在巴勒斯坦

长期处于边缘地位。② 共同的过往经历和历史记忆，使得两社团有可能通过类似途径———例如与

当地统治者建立特殊友好关系，来增强自身安全感。
第四，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在以色列建国后面临相似的局面，使得两社团的现实选

择展现出一定的趋同性。 其一，两社团在自身独立族群身份的构建上逐步趋同。 以色列当局在建

国之初便积极支持德鲁兹社团建立独立的族群身份，此举主要是为该社团在以色列国防军服义务

兵役制扫清障碍，因为德鲁兹青年由此能够以“德鲁兹人”的身份而非“阿拉伯人”的身份入伍；③以

色列建国以来，当局总体上倾向于强调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原住民身份，在强调其“东方基督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身份的同时弱化了“阿拉伯基督徒”身份，④２０１４ 年，以色列政府宣布阿拉伯基

督徒可在人口管理部门登记为亚拉姆基督徒（Ａｒａｍａｉｃ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也开始思考

是否接受“东方基督徒”这一彰显其独立族群身份的立场。⑥ 其二，两社团在响应兵役号召上逐步

趋同。 以色列建国之初当局曾考虑大范围吸纳阿拉伯基督徒等少数群体服役，⑦但是由于某些因

素的影响，少数群体中仅德鲁兹社团随后被纳入义务兵役制，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政府试图结束对

阿拉伯基督徒服役的豁免，并通过征召阿拉伯基督徒入伍的实质举措，阿拉伯基督徒也开始积极响

应当局的兵役号召。⑧ 其三，两社团在独立教育体系的构建上逐步趋同。 早在 １９７６ 年以色列政府

便建立了德鲁兹中小学教育体系，而亚拉姆传统文化在以色列土著基督徒群体中得以复兴，绝大多

数基督徒青少年就读于基督教教会赞助的私立学校，⑨在客观上推动了阿拉伯基督徒的教育体系

逐渐与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学校走向分离，实现独立。 其四，两社团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归属感逐步

趋同。 德鲁兹社团以对以色列国家无限忠诚而著称，虽然在较长的历史时段内阿拉伯基督徒对以

色列国家的认同有模糊性，但是 ２０１０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以色列国家的

认同感大幅提升，根本原因在于以色列成为“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唯一的基督徒不受“阿
拉伯之春”影响乃至因此遭受迫害的国家。�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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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发展变迁

在理论上，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也可以因为各方面与阿拉伯穆斯林社团存在较大差异，在社团规

模、文化底蕴、历史境遇、面临现状等多方面与德鲁兹社团却非常类似，在以色列建国之初便存在着

将其与阿拉伯贝都因人、切尔克斯人这两个少数群体一道，参照“以色列 － 德鲁兹模式”，同犹太社

团以及以色列国家之建立密切关系的可能性。① 但是受某些国际国内因素影响，在 １９５４ 年以色列

总理大卫·本 －古理安（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Ｇｕｒｉｏｎ）公开宣布“免除德鲁兹社团以外其他阿拉伯公民的义务

兵役”后，长期以来双方并没有正式形成这种特殊关系，②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不仅

较为缓慢而且非常曲折。
首先，以色列建国初期，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徘徊于其阿拉伯人和基督徒身份之间，并借此在

以色列政治参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德鲁化并不热衷。 一方面，阿拉

伯基督徒社团在国内政治上脱颖而出：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打破了巴勒斯坦地区原有的社会

平衡，众多阿拉伯人逃往邻国改变了该地区的族群结构，③但因战争所致的社会失序，客观上又

将受教育水平较高、人口出生率较低、素质较高，且绝大多数成员居住于城市的阿拉伯基督徒社

团推上历史舞台，在以色列少数群体政治参与中起到了引领作用；④并且在冷战初期这一特殊时

代背景下，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精英阶层成员加入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参与议会政治。⑤ 另

一方面，在国际政治层面阿拉伯基督徒社团选择顺势而为：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巴共（犹太派）
和民族解放联盟（主要是阿拉伯派）在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被迫重新合并，同时更名为以色列共

产党，在议会中获得合法地位。⑥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以色列的政治参与无法摆脱美苏两极对

峙的大环境，其政治目标与以色列共产党的目标一致，即为阿拉伯人争取合法权利，特别是通过

法律形式保证阿拉伯人作为少数群体在以色列享有充分的族群和公民权利；⑦所以，对于阿拉伯

基督徒社团而言，基督徒身份无论是在阿拉伯公民群体内部，还是在以色列政治体系中的政治

参与，均无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彼时以色列当局在处理少数群体

事务上尚处于摸索阶段，⑧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德鲁兹化既无内在自身诉求的引导，也缺少外部

客观环境的激发。
其次，整个冷战期间，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倚重其阿拉伯人的身份而忽略其基督徒身份，在以色

列社会生活中争取实现社团利益最大化，因此对德鲁兹化也不积极。 一方面，阿拉伯人的身份有利

于其参与和平的社会生活，１９５１ 年以色列当局出台了《义务兵役法》（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ａｗ ｏｆ １９５１），规定年满 １８ 周岁的公民必须入伍，但也明确国防部长有权出于宗教和民族因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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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某些个人或团体服役；①此后德鲁兹社团之外的阿拉伯少数群体几乎全部被排除在义务兵役

制之外。② 阿拉伯基督徒以其阿拉伯人的身份而不必服役，在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因不必参军而获

得了在和平环境下生活、工作与求学的机会，并避免了 １９４８ 年后作为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直面“我的

国家在与我的族群作战”的尴尬境地。③ 另一方面，基督徒身份因对其无显著的政治功效而被忽

略，基督徒身份的传统作用，是彰显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以色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独特性，④但

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基督徒不需要在各领域都体现其独特性，因为他们在政治、教育和就业等方面所

享有的相对优势暂未受到其他群体的挑战。⑤ 因此，在这一阶段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并未积极谋求

自身的德鲁兹化，推动这一进程会稀释乃至剥离其阿拉伯人的身份，甚至在中东战争频发的时期被

赋予义务兵役制而直面战争。
最后，在冷战结束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弱化其阿拉伯人的身份而凸显基督徒身份，在以色列

民主进程中寻求社团的不断发展，因此积极寻求自身的德鲁兹化。 冷战结束前后社会地位的变化

致使其对阿拉伯人的身份再度评估后而选择弱化，伴随着其他阿拉伯群体尤其是阿拉伯穆斯林社

团在政治、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迅速崛起，特别是阿拉伯城市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大力

推进，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已不再明显；⑥尤其是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阿拉伯

基督徒社团与其他阿拉伯群体因教堂建设等问题发生冲突时，发现无论是与人多势众的阿拉伯穆

斯林社团相比，还是较之因服义务兵役制而拥有武力作为后盾的德鲁兹社团，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

冲突中都处于劣势。⑦ 阿拉伯人的身份凸显的是竞争甚至是冲突，故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逐渐弱

化其阿拉伯人的身份。 此外，２０１０ 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促使其重新审视基督徒的身份。 “阿拉

伯之春”导致以色列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基督徒外流甚至紧急逃离，⑧此时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政治

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小到保障包括阿拉伯基督徒在内的所有基督徒群体做礼拜等宗教自由，大到

保护社团发展乃至生存，⑨因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日益强调并倾向其基督徒身份。 阿拉伯基督徒

社团发现在以色列这个中东地区唯一的基督徒人口实际增长的国家，其基督徒身份对于维护社团

自身利益起到正向作用，故积极主动地推进自身的德鲁兹化成为其更好地融入以色列国家的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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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中东“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明

显加快。 从外部看，这是全球范围内冷战结束国际新格局出现，以及地区范围内中东“阿拉伯之

春”这一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运动浪潮，在以色列境内所引发的蝴蝶效应；①从内部看，这是以色列国

的族群治理问题在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下不断演化的结果。 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主

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以色列其他阿拉伯群体的影响和对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上。
首先，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对阿拉伯穆斯林社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上。 作

为以色列国家最大的少数群体阿拉伯穆斯林社团有观点认为当局对阿拉伯公民实行“分而治之”
政策，②即把文化同质性较高的阿拉伯公民群体分成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单元管理，③阿拉伯穆斯林

社团对当局的上述举措时常表示不满。 以色列建国之初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消极应对当局推行的德

鲁兹化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④但是，冷战结束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主动顺应德鲁兹化进程也是

不能忽视的客观现实。 因此，在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阿拉伯穆斯林社团因为社会地位存在差异等

因素而渐行渐远时，又因为族群认同发生变化而逐渐疏离，⑤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当局如何运用

合理而有效的手段，进一步妥善应对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

会对阿拉伯穆斯林社团在政治层面上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其次，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对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上。

一方面，长期以来以色列境内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内部的复杂性，⑥加大了当局处理与该社团之间

关系的难度。 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与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转折点，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以色列阿拉伯贝都因原住民话语渐入公共视野，当局无法回避在建国后没收南部内盖

夫阿拉伯贝都因人土地的问题，⑦这对以色列国家而言却是难题，因为选择给予阿拉伯贝都因人原

住民的权利固然有助于保持其文化传统并提升对国家的认同，但也意味着阿拉伯贝都因人这个因

土地问题与当局抗争已久的群体，再难从对土地依赖度极高的部落社会过渡到现代定居者社会，⑧

当局的选择涉及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经济整合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广泛融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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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以色列阿拉伯贝都因人总人口约 ２７ 万，主要因土地归属问题而与以色列当局的关系各异：（１）南部内盖夫

（Ｎｅｇｅｖ）地区约有 ２１ 万人，其中 ３０％仍希望保持传统的牧业，因此对土地的诉求很高，与当局时常关系紧张；（２）中部地区约有 １ 万人，
主要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从内盖夫迁来的无地牧民的后代，已融入当地城乡社会，由于其先辈本就无地，因此对土地基本无诉求，与当局的

关系相对平稳；（３）北部加利利和耶斯列山谷（Ｇａｌｉｌｅｅ ａｎｄ Ｊｅｚｒｅｅｌ Ｖａｌｌｅｙ）地区约有 ５ 万人，其先辈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主动加入了犹

太人的军队，以色列建国后又积极地以志愿兵身份加入以色列国防军，他们不仅对以色列国家有强烈的认同感，同时认为自己也像德鲁

兹社团那样与以色列国家存在“血盟”关系。 建国后当局不仅没征用他们的土地，甚至对其某些违反《建筑法》的行为表现出宽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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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ｇｅｖ， 访问日期：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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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体系客观上为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树立了标杆。 阿拉伯基督徒大多生活在城市且普遍处于

社会中上层，当局可以此向包括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在内的其他少数群体宣传“公民融入以色列

现代社会体系，并非以拥有土地为基础”的政治主张。 此外，二者在服役问题上有可能产生互动。
１９４８ 年以来部分阿拉伯贝都因人由于熟悉沙漠而以志愿兵身份在沙漠侦察部队服役，①但在服役

以外的其他领域仍难融入以色列社会，２０１３ 年当局出台贝京计划（Ｂｅｇｉｎ Ｐｌａｎ），部分目标旨在改变

这一点；②与之相反，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融入了大部分的国家经济生活，但是在服役方面的进展却

相对缓慢；因此，若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能够广泛服役，可能会对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起到激励作用，
加强后者在整体上而不是仅限于北部阿拉伯贝都因人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第三，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对德鲁兹社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上。 德鲁兹社

团与犹太社团以及以色列国家之间总体上保持着以“血盟”为纽带的特殊友好关系，但双方亦有分

歧。 尽管以色列政府对德鲁兹社团建立了针对性的教育体系并且实施了倾斜性的优惠政策等，③

从而使得德鲁兹社团与犹太社团以及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分歧始终能够容纳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框架

之内，并且建立在德鲁兹社团对以色列国家高度认同的基础之上，④但在某些历史时段，特别是当

德鲁兹社团认为政府出台的某些政策触及公民间的平等问题时，⑤双方的分歧会影响以色列的政

治民主进程。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德鲁兹社团的交集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上，⑥并且集中表现在

宗教场所用地等引发的冲突上，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认识到在与德鲁兹社团这样一个各方面与自己

体量相当，甚至经济上比自己落后的群体在发生冲突时却屡占下风，主要就是因为德鲁兹社团因服

义务兵役制而具备了人员训练有素和武力担当后盾两大优势。 因此，两个社团之间的复杂关系强

化了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服役的诉求，如果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能够广泛服役，还有可能打破德鲁兹

社团这个唯一服义务兵役制的少数群体在国防军中所处的垄断性地位。
第四，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对以色列国家的构建也产生了影响。 （１）在民族构建层

面，以色列是一个多族群共同体，当局坚持国家的犹太属性和社会的政治民主这两者之间一直在寻

求平衡从而避免造成社会分裂，⑦当局支持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旨在密切少数族群与国

家的关系，有助于实现这种平衡。 （２）在国家构建层面，德鲁兹社团对国家的犹太属性和犹太复国

主义始终持双重认可态度，⑧并且已经成为境内对国家认同感最高的少数群体，主流观点普遍认为

“以色列 －德鲁兹模式”是以色列国家的一项成功典范，⑨当局所支持的旨在提升少数族群对国家

认同感的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会起到稳固以色列国家立国之本的作用，有助于实现国土完

整、法制健全。 （３）在公民构建层面，以色列是西方诸多信仰基督教国家的盟友，因此阿拉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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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不仅得到了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普遍支持，并且被普遍视为以色

列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巨大进步，①因为该进程如若能顺利推进，则意味着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将

像德鲁兹社团那样，拥有比以往相对更为广泛丰富的公民个人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四、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特征

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最本质的内容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色列国家如

何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借助这一进程协调并解决境内纷繁复杂的群体关

系问题，面对特别是如何运用有效途径化解在少数族群问题上颇具争议的“分而治之”的声音，更
有效地管理境内各阿拉伯少数群体以及其他少数群体。 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在
发展历程、主导途径和实际效果等层面均展现出独有特征。

首先，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发展历程，源自时代变迁的影响。 建国之初以色列当局便

基于一项政治策略，试图大范围地招募阿拉伯贝都因人、阿拉伯基督徒、德鲁兹人和切尔克斯人加

入以色列国防军，因为此时政府开始把境内的上述四类阿拉伯公民群体视为“好阿拉伯人（ｇｏｏｄ
Ａｒａｂｓ）”而有别于阿拉伯穆斯林，②但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此消极应对，因其当时在以色列国家所

享有的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的平稳环境抵消了其服役意愿。 冷战期间，以色列阿拉伯公民

内部各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某些变化，因此彼此的态度也有所调整，
阿拉伯穆斯林认为阿拉伯基督徒“不是阿拉伯人”，而犹太人持相反观点，③但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

对上述变化和称谓无动于衷，因为这些不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损害他们与阿拉伯穆斯林社

团之间传统上以和谐为主流的关系，故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并未积极考虑自身的德鲁兹化。 冷战

结束以来，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感受到自身在以色列的社会地位面临着因其他少数群体的觉醒乃至

崛起而带来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给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基督徒都带

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④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主动寻求增进与以色列当局的关系，展现出明显的德鲁

兹化趋势和迹象。
其次，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主导途径，依托于兵役制度的推进。 一方面，在“以色

列 －德鲁兹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德鲁兹社团从族群、宗教、服务、教育等四个维度完成独立身份构

建过程，⑤与之相比，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独立身份的构建相对简单，阿拉伯基督徒作为基督教文化

范畴的少数群体，宗教信仰方面在以色列乃至中东地区本就比较独特，⑥相对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使

其在族群、服务和教育领域构建独立身份比其他少数群体具有明显优势。 另一方面，德鲁兹社团较

快地接受义务兵役制，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兵役制度上如何与当局达成一致却相对困难。 德鲁

５８

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及其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Ｓｔａｆｆ，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ｌｌｉｅｓ Ｈｏｎｏｒ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ｔ Ｇａｌａ 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Ｉｓｒａｅｌ － Ｎｅｗｓ ／ Ｋｎｅｓｓｅｔ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 Ａｌｌｉｅｓ － ｈｏｎｏｒｓ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 ｆｒｉｅｎｄｓ － ｏｆ － Ｉｓｒａｅｌ － ａｔ － ｇａｌａ － ｅｖｅｎｔ － ６１５９１７，
访问日期：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Ｒａｍｉ Ｚｅｅｄａ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Ｄｒｕｚ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ｖｏｌ． ９， ｎｏ． １， ２０１９， ｐ． １１．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ｏｓｔｅｒ， “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Ａｒａｂ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ｕｓｌｉ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６３， ｎｏ． １５３１， １９９３， ｐ． ７５．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ａｂｅｌｌ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ｔ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Ｉｓｒａ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ｐ． ５３．

Ｏｒｅｎ Ｙｉｆｔａｃｈｅ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ｌｙ Ｓｅｇａｌ，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Ｄｒｕｚｅ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３， １９９８， ｐｐ． ４７６ － ５０６．

Ａｎａｎ Ｓｒｏｕｒ， Ｓｈｉｆｒａ Ｓａｇｙ， Ａｄｉ Ｍａｎａ ａｎｄ Ｓｅｒｅｎｅ Ｍｊａｌｌｙ⁃Ｋｎａｎ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 ２３６．



兹社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加利利等山区的农民，下山当兵的服役经历使其便于就业，为之带

来一系列正向资源，①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城区的市民，应征入伍至少在经

济上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且在服役期间直面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因此，阿拉伯基督

徒社团德鲁兹化虽然表现在诸多方面，但是如何就兵役制度与以色列当局达成一致则是本质问题。
最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实际效果，取决于该社团与以色列政府的共同利益。 一方

面，能否推进兵役制度取决于双方对安全利益的评估：有观点认为当局对阿拉伯基督徒征兵的目标

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较小群体，只有受过国防军的训练并拥有武器才会免受其他群体的威胁，②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此大体上持认可态度，这与以色列当局积极吸纳阿拉伯基督徒入伍从而维护

国家整体安全利益相一致。 但是，德鲁兹社团成员服役后遇到了某些负面情况，例如有的德鲁兹青

年在服役后失去了原有的土地，与犹太士兵相比在军中晋升机会偏少，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③加

之入伍意味着直面战争的风险明显增加，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广泛入伍持某种保留态度。 另一方

面，德鲁兹化在兵役制度以外的其他领域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双方对政治利益的考量：阿拉伯基督

徒社团能否构建起独立族群身份、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能否大幅提升、能否进一步广泛

深入地融入以色列国家，取决于上述进程能否给双方带来切实有效的政治利益，④例如阿拉伯基督

徒社团能否接受当局将其登记为亚拉姆基督徒的权利，实际上涉及社团独立族群身份构建的问题，
双方对此有不同的考量，以色列当局考虑的是这一举措能否给管理少数群体带来政治便利，而阿拉

伯基督徒社团关心的是能否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

五、结　 　 语

对以色列当局而言，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为其治理族群问题提供了途径和思路。
“以色列 －德鲁兹模式”的成功，使以色列当局处理纷繁复杂族群问题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为
以色列当局整合境内全体公民，增强对国内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供

了一种可行的推进思路。 因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为以色列当局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
因为该进程如果进展顺利，将对增强阿拉伯基督徒乃至其他少数群体的公民意识、维护以色列国家

的犹太属性、推动以色列的社会政治民主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而言，德鲁兹化为其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和目标。 “以色列 － 德鲁兹

模式”的有效性与可借鉴性，为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摆脱群体安全感的缺失等现实困境指明了具体

努力方向，为其进一步全面融入以色列国家确立了总体追求目标。 因此，总体而言德鲁兹化进程为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提供了一种发展思路，该进程如果能够取得突破，对确保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群

体安全、维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其他群体的和谐关系、密切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以色列国家的关

系，乃至提高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以色列国家的社会地位都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会受到该社团和以色列当局之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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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在以色列这样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在阿拉伯公民群体特别是阿拉

伯穆斯林社团中一直存在着指责以色列当局在族群问题上实施“分而治之”政策的声音，批评者认

为该政策是导致阿拉伯公民群体内部关系紧张、纷争频发乃至走向分裂的根源。 因此，阿拉伯基督

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尤其是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和接受以色列当局给予亚拉姆基督徒新族群身

份这两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举措，难免会遭到阿拉伯穆斯林社团甚至其他阿拉伯少数群体不同程

度的反对，在特定情形下还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抵制。 因此，虽然得到了以色列当局的大力支持，
但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很可能会因为受到各类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曲

折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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